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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联的基点在于真实的教育问题，这是重构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的新视角。教育理论源自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教育问题意识的弱化是我国教育理论贫困的深层原因，教育理论的贫困加深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联系的重构需要教育研究共同体进入教育场景发现和思考本土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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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这一“多年煮不烂的老问题”在思考者的追问下在不断地转换审视的视角。“我国教育理论为何总是脱离实践，不能有效指导实践”的追问转向到了“教育理论、不同层次的教育如何与实践相联系及如何才能成为可运用到实践中的理论”的问题，随后出现了联结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介”研究热潮，
并提出了教育理论工作者回归实践的呼唤，探讨了回归实践的路径与方式。

其实，“如何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的问题”的提问方式蕴含着一种假设，教育理论可以脱离教育实践，而且事实上也存在这种脱离的状态。叶澜认为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口，需要在断裂处架设一座桥梁，让思维在断裂处穿行。也有学者提出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中介思维、中介理论和中介机构三种形式，
此外，还有其他的观点，如，行动研究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性中介；教育意义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联结的纽带；
教育理论逻辑与教育实践逻辑之间存在着转化逻辑。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联的基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关联的基点是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简称教育问题。历史地回溯教育理论产生的原点会发现，教育理论源自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教育问题意识的弱化是我国教育理论贫困的深层原因，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联系需要教育研究共同体进入教育场景发现和解决教育问题，这是重构二者互动关系新的思路。
一、教育理论源自教育实践中的问题
教育问题及其解决是教育理论生成的出发点和归宿。“现实的研究对象的产生确实始于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产生研究。”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理论无不是研究主体对时代教育问题的思考。“人类历史上教育探究的初始期对人类教育认识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贡献，不在于得出结论，而在于提出、形成的基本问题域”
古希腊时期教育研究的结果形成了认识教育现象的前提性问题域，是教育理论的基础构成。这些问题包括：人与社会是否需要教育；人是否有接受教育的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教育对人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人什么时期接受教育最重要和有效。古希腊哲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成为教育研究的基本认识前提。
卢梭提出了两个以往教育探索中未被充分探究的问题，第一：人要受教育，但人究竟从哪些方面受到教育？当这些方面的教育不一致时，应以什么为最高准则？第二，教育应根据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儿童，还是应根据儿童的本性进行？卢梭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还十分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卢梭凭借自己的学识、信念，对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受到的教育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和新的构思，审视了当时教育观念与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教育理想。赫尔巴特明确了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一个把教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问题是“通过教育要想得到什么，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
第二类问题是教育如何是可能的。近代教育理论学科形成时期研究的中心问题域集中到学校教育的内部，问题域的变化是人类教育视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教育研究上的表现。斯宾塞的《教育论》以“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为问题，杜威说：“教育的实践提供构成所探究问题的资源与题材。它们是待研究的基本问题的唯一资源。”
历史地看，那些著名的教育家所提出的理论无一不是对特定时代教育问题思考的结果。
本源性的理论不是独立于人的生活实践之外的普遍认识，也不是对纷繁复杂的现象的抽象概括，而是以人的主动参与为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理论乃是真正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现在场。”
基于教育问题的理论并不表现为与实践的距离，而是与实践的接近，与实践的统一。从教育活动主体来看，无论是理论人还是实践人，任何个人所具有的理论都包含着个体对自身实践的相关认识。在个体实践的意义上，不存在脱离个人内在理论的实践，也不存在与个人实践无关的内在理论。然而，近代教育的迅速发展与制度化，教育问题与教育理论越来越多，教育理论界有了独立的建制，教育理论就有了自身运行的逻辑。况且，受技术理性的影响，教育理论走向科学化，误以为教师只要掌握了反映教育本质与规律的教育理论，再通过特定的技术路线即可将理论作用于教育实践并取得成效。于是，人们普遍相信教育理论能指导实践。但这种信念忽视了教育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差异，意识不到教育实践的特殊性，期望内蕴“一般性规律”的教育理论能够有效作用于所有的教育问题，这无疑引发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内在危机。
二、教育问题意识的弱化导致教育理论的贫困
我国教育理论的先天性的弱点在于缺乏问题意识。历史地看，中国近代教育理论是从西方“降临”到本土的，而不是本土诞生的。
具体地说，近代新式教育是伴随“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登陆本土，集传统经验之大成的《学记》等教育思想对新式教育实践缺乏阐释和规约的力度。中国传统的教育与教育思想在近代几乎由此中断。我国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的断裂式发展使得教育理论的发展先天性地缺乏教育问题的基因，异域教育理论的移植虽提高了认识的起点，但是也蕴含着危机，即异域的教育理论与本土教育实践问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历史地看，从1901到1919年，教育界以教育学科的形式从日本移植了赫尔巴特等教育家的理论。从1919到1949年，由向日本学转到向欧美学。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研究走了一条独特的引进之路，引进国外教育理论现成的体系，逐步消化、吸收，开展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本国研究。这种引进式的捷径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具有一种先天缺陷，即引进的教育理论不能直接地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民族卫士反对简单抄袭和模仿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主张研究中国教育实践问题，但这类研究的功利意识太强，理论进展成效不甚显著。但他们尝试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努力值得后辈们学习。
从1949到1957年，全面引进和学习苏联教育理论。从1957到1966年，教育理论走向意识形态化。1977之后，随着“元研究”的出现，教育研究进入新的时期。1978年开始，教育界再次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东窗”“西窗”一起开。到90年代初，“存在着把发展教育理论的希望寄托在尽快从国外引进最新资料上，忽视或没有下大力气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与理论的问题。”
近些年来，教育学界已意识到，教育研究与教育理论的发展，必须研究我国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起来的特殊教育问题。在世纪之初，叶澜提出的生命·实践学派理论就是在研究实践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一百多年来，社会几经风雨，教育几多曲折。尽管教育活动的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教育学科领域内“引进”这个似乎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记号却难以抹去。这可谓是先天不足造成的持久后果。引进的教育理论是基于异域教育问题的理论，它或许能有效解决异域的教育问题，且对我国教育问题的探索也有一定的启示，但是最终未必能有效解决我国的教育问题。“在美国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哲学与教育学科所关心的问题与中国的、德国的也不相同。”
 因此，用基于异域教育问题的教育理论来指导我国教育问题的解决显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后果。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紧张关系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理论自身的原因。教育理论远离教育实践的自我封闭造成了理论自身的疲软与贫困。学习前苏联教育理论受意识形态的深度干预，远离教育生活，不能充分关注教育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缺乏对问题的反思，不辨问题的真假；不区分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异域的问题；不辨问题的定位，把思想层面的问题按照技术层面的问题来研究，让根本性的问题旁落。郑金洲批评教育研究“注重教育与外部事物联系的思考，缺少对教育自身问题的研究”。
柳海民认为，“问题意识的淡薄”是我国教育理论原创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理论的贫困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相关。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是，理论哲学总是抱有一种哲学追问方式，希望从现象背后抽象出事物本质是什么，探讨事物的终极原因，以抽象的认识为中心。原本丰富的实践被对象化，处于边缘的地位，成为理论应用的地盘，理论与实践出现分离和对峙，即使谈论二者之间的统一和联系，也是以分立为前提。“理论这个概念，在我们时代也已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崇高地位。”
甚至出现了亚里斯多德所提及的现象，“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

教育理论的贫困也与理论人的地位与存在方式有关。如果理论者享有话语霸权，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不容置疑地将自己置于教育代言人的位置上，引经据典，专注于价值、理念、思想等名词术语，“虽然‘宏大叙事’也会关注教育实践，但更关注的乃是教育实践必须服从它的构想，或者说，教育实践本身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实践必须按照它的设想进行。”
教育实践的逻辑与教育理论逻辑发生冲突时，实践的逻辑屈从于理论的逻辑。教育问题总是在内蕴教育规律的理论光照之下无法有效地得到解决。教师职前教育的理论学习方式前置性地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亲近关系。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教育专业学生被置于对教育知识体系被动接受的状态，既造成了对教育理论理解的肤浅和机械记忆，也导致了个体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困惑。教育理论的科学化使二者处于分立、甚至对峙的紧张状态。
尽管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分立与疏远有历史与现实的、团体与个体的、哲学的与社会的复杂原因，但是就深层的因素来看，是教育理论缺乏教育问题的基因。教育问题意识的淡漠与弱化直接造成了理论自身与实践之间缺乏关联的基点，导致了教育理论的虚假繁荣，这在现实中表现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因缺乏关联性而无法有效互动。概言之，理论贫困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教育问题意识的弱化。教育理论的贫困加深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重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需要追问二者之间的联系基点。
三、教育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基点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从逻辑上看有三种情况，也有相应的三种观点，第一，理论与实践本然统一
；第二，理论与实践脱离而无法联系；第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需要中介。显然，如果理论与实践是本然统一，或者理论与实践脱离而根本无法统一，那么二者关系问题就无需思考。但实际上，理论与实践具有关联性，既有二者统一的本源性，也有相互分离的衍变性，这才有探究二者关系的必要与可能。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从人的具体存在经验出发，认为理论并不远离现实，更不排斥现实。基于教育问题生成的教育理论能够回归教育实践，并与教育实践相互影响。
重建理论与实践的合理关系，需要建构基于教育问题的研究共同体，理论人与实践人都要定位好自身的角色，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同时通过对话与反思探究教育问题的解决，并创生出新的理论。教育研究共同体的建立是基于理论人与实践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在互为主体的过程中形成理解性认识。这种理解性共识在对话与协商中达成，既消解理论人的话语霸权，也消除实践人对理论的拒绝。理论人不是把自己掌握的理论灌输或者强加给实践人，而是和他们形成一个对话、反思的研究共同体。实践人也需要学习理论。理论对于实践人具有启迪与唤醒功能，拓展其视野，催生教育智慧的产生，也是其反思实践的依据。正如叶澜所言，教育实践不是按照理论的指导和预设的路线图僵直行走，而是带有“即席创作”的成分，这些成分既有实践主体的创造，也有理论主体的创造。在这种新的形态中，理论与实践相互开放，而不相互封闭；是不断改造和生成，而不是盲动与僵化；是相互滋养和互惠，而不是逼迫和屈从。
教育研究共同体成员应有本土问题意识。只有以问题为切入点，才能找到理论发展的时代契机与生长点，“理论主体只有放弃对体系建构的偏好与狂妄，只有面对现实……从真正的教育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嫁接或移植的问题入手，才有可能摘除‘迷惘’的眼镜”。
叶澜曾提出，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至少应体现出问题的原发性。
 “教育理论的原创研究是基于本土、面向本土的研究，解决本土的教育现实问题，即原发性的教育问题。”
 这种问题意识的增强与学术批判力的提高，构成了教育理论原创不可缺少的机制性条件。共同体应该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吴康宁认为，一个真正好的问题，无论对教育理论的发展或者实践改进来说，还是对研究者自身发展来说，都应当是真问题。研究者一方面不能抛开自身的生活史去确定研究问题，任何真正的研究其实都是研究自己扫视到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主动扩充经验、增强能力，使“他者的问题”、“异己的问题”转化为“联己的问题”、“私己的问题”，使无根的问题转化为有根的问题、使无望的问题转化为有望的问题。

就实践人而言，“教育实践不是一种纯粹理性活动的过程，它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
这一独特的逻辑是教育实践自身的一般结构或生成原则。实践人的行为受事先习得性的支配；受情景因素所修正或改变的意向支配；受不可逆的时间结构的支配；受身体-心理-社会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的支配；受上述数种因素共同影响的支配。实践行为只有有限的合理性，缺乏理论研究所具有的从容不迫与充分的合理性。实践人不是纯粹的理性主体，因此他们需要成为自己实践情景的研究者，对实践情景加以分析和反思。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行动假设，并检验假设。实践人的常识、经验以及缄默的知识也需要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这种基于具体教育问题所形成的个体理论能够迁移到相似的教育情境中，为实践者共同拥有，从而具有相对的普遍意义。
就理论人而言，理论人关怀实践应避免三种心态，一是审判者的心态，以居高临下的审视姿态看待实践，对其状态、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与评判。二是打捞者心态，只把实践视为一种可供自己打捞实惠的“水面”，捞取一些案例、故事或者其他信息资料。三是纳凉者心态，以旁观者和闲言碎语者的身份角色对实践中的问题恣意加以评说，身心从不进入教育现场，似乎实践与自己无关。持有这些心态的人员关注实践，但不关怀实践。
理论人也需要克服四种假象，
即等级假象，理论高于实践，理论人比实践人高贵；趋同假象，实践向理论靠拢，在理论的山巅上实现者的统一；拯救假象，干涸的实践需要理论的甘霖，迷途的实践人需要理论人来拯救；空降假象，实践的困境需要理论人从天而降，专家是实践人仰视的对象。总之，教育理论工作者回归实践是要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去寻找研究的问题，建构理论，去判断理论的价值，探问教育的意义，实现教育活动的创新和个人的自我发展。这是理论人从改变自身生活方式开始，重构创新性的教育实践活动。
Toward the basic poi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Liu Dehua & Fu Rong

Abstract： The basic poi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s educational problem, which is a new prospective of reconstruction the relationship. Educational theory based on educational problem is effective. The weakened sense of educational problem is the deep reason of educational theory, which strengthens the gab and tens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improve relationship, the members in the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come into the educational scene which implies real educational problem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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